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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

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

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

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

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

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

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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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截至 2017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58.52%，与 1978年相比，2017

年新增城市人口 6.4亿，相当于 641个 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全国能源消耗从 5.71×108吨标准煤/年增加到4.49×109吨标准

煤/年。作为拥有庞大经济和社会体量的全球低端产品“世界工厂”的中国
[1]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负外

向性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作为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将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

一并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年)》也明确指出，城镇化建设必须摒弃传统高耗能、

高投入、高排放模式，走人与自然和谐的集约发展模式。因此，必须将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推动二者

和谐发展。然而，在复杂巨系统中，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存在着动态耦合关系，

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必然影响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其发展质量和速度也受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制约[3]。因此，如何衡量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对作为研究两者关系主力的区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4-5]。 

国内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研究多以省市级区域作为研究对象[6]，而对更大区域的两者耦合协调度研究还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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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同时从更广区域研究两者关系有利于从更广的视野深入了解两者的耦合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

有必要对跨省级功能区域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研究。中部地区作为特殊的功能区域，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同时具有良好的经济区位优势。李克强总理在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指出未来要着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这预示这中部地区未来将成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战场。然而

伴随着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利用规模和强度不断扩大的同时导致中部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进而给生态环境

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厘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就成为中部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7-10]。 

城市发展包含生态环境的正向和负向作用效果，即生态环境承载力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关于新

型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围绕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与本质两方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郭叶波[11]在遵循指标体系

代表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原则下，从新型城镇化本质与内涵出发构建了包含城市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程度

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并据此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科学评价；张引等[12]在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认为新型城镇化

质量内涵应包含发展水平和效率两个方面，并以此构建指标体系评价了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同时，有的学者从经济社

会、生态环境等角度构建区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13]，也有的学者从人口、土地、经济和社会四个角度构建城镇化发展协调度

评价指标体系[3]；吕丹等[14]在结合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建设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新型构建方法；还有学者关注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新型城镇化内涵中的作用，并从经济、科技、人文、生态等角度构

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15-18]。关于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系的研究，学者[4,19-22]从不同尺度分析了两者的

相互作用，指出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存在着低级协调型、生态主导型、同步协调型等九种相互耦合方式以及原始协调、抵抗、磨

合以及高级协调四个时间序列阶段。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两者耦合关系的成果多注重于对新型城镇化本质的研究，而关于新

型城镇化本质的理解又更多地从经济相关理论加以理解，较少结合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加以探讨。因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结合强调“稳定、美丽、和谐”理念的大地伦理观[23]，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本研究提出了理解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水平—

可持续发展—区域交流”新思路，并在此基础上以中部地区为例，借助耦合分析工具以及离差系数法，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质量

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模型，再运用加权求和与生态足迹法分别测度了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

并分析了两者的动态耦合关系，以期增进对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及类型的

认识。 

1 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中部地区，东临东部发达经济带，西临广袤无垠的西部地区，包括江西、湖南、安徽、湖北、河南、山西六省，有着“承

东启西”“连通南北”的战略中枢作用。近年来中部地区逐渐从“中部塌陷”的大创伤中恢复元气，经济运行总量和质量有所

提升，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3]。同时，新型城镇化作为中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使命、实现跨

越转型的强大引擎、绿色崛起的必由之路，必须更加注重绿色和协调发展[24]。因此，在中部崛起的伟大征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特色之路，成为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1.2指标体系 

通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并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从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两个角度选取指标。从“水平—

可持续发展—区域交流”的思路出发，本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贯彻两山理论、逐步推进城乡

一体化协调发展以及产业目标多元化为模式的新型城镇化。基于上述对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下的理解，构建了新型城镇

化质量评价系统(图 1)，将新型城镇化质量划分为城镇化水平、可持续发展以及区域交流 3项二级指标以及城镇人口占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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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能耗、货运周转量等三级指标。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在参考张引等[2]、刘耀彬和宋学锋[25]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中部

地区“承东启西”的特殊地理位置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部地区在越来越依赖资源消耗的同时，带来了严

重环境污染的实际
[26]

，将生态环境承载力划分为生态环境供给、生态环境需求、生态环境保护 3 项二级指标以及森林覆盖率、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等三级指标；总计 24 个三级指标，如表 1 所示，符合《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192-2015)》[27]和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28]。 

1.3研究方法 

1.3.1数据标准化 

运用方差标准化处理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利用公式(1)和公式(2)处理极大型指标和极小型指标，把原始数据

归一到[0,1]之间。 

(1)极大型指标： 

 

(2)极小型指标： 

 

式中：xij为第 i个省份、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和 sj分别为第 j项指标的平均值和方差。 

1.3.2生态承载力计算 

生态环境承载力计算模型如下[2]： 

 

式中：EC 指区域生态承载力总量；ec 指生态承载力均值；N 为区域总人口；aj为区域第 j 类资源生产性土地面积人均占有

量；yj表示产量因子，指区域某类资源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世界同类土地平均生产力的比值。rj代表均衡因子。均衡因子

借鉴史丹和王俊杰[29]关于均衡因子计算的研究成果；产量因子借鉴刘宇辉和彭希哲[30]的研究成果。 

1.3.3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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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水平—可持续发展—区域交流”系统 

表 1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典型参考文献 

新型城镇化质量 x 

城镇化水平 x1 

城镇人口占比 x11 [2][13][4] 

城区面积占比 x12 [2] 

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x13 [2][13] 

大专以上人口比重
①
x14 

 

可持续发展度 x2 

万元 GDP能耗 x21 [2][14] 

劳动力资源利用率 x22 [2] 

人均 GDPx23 [2][13][14] 

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x24 [2] 

污水、垃圾集中处理率 x25 [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x26 [14] 

建成区绿地面积 x27 [2][14] 

空气质量优良率 x28 [2][14] 

区域交流 x3 

货运周转量②x31 
 

城乡信息化覆盖率 x32 [2] 

外汇收入③x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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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y 

生态环境供给 y1 

森林覆盖率 y11 
 

人均耕地面积 y12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y13 
 

生态环境需求 y2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 y21 [2] 

人均工业废气排放 y22 [2] 

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 y23 
 

生态环境保护 y3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y31 [2]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y32 
 

环保投资占 GDP比重 y3 
 

 

综合指数计算依据各指标权重进行处理，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为熵值法，关于熵值法的研究成果比较成熟，具体计算方法步

骤可参见相关研究成果[31]。新型城镇化质量采用指标权重与标准化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f表示新型城镇化质量，wj表示第 j项指标的权重， 为标准化数据后的数据。 

1.3.4耦合度模型 

耦合作为物理学概念，表示至少两个以上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一种现象，容量耦合度模型就是衡量它们之间相互

影响程度的模型[25]，即： 

 

为了方便衡量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二者的耦合度，得到简化函数表示为： 

 

式中：C 是耦合度；x 相应子系统对应的综合值；f、EC 分别代表城镇化质量函数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借助刘耀彬等[6]

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作用的研究成果，结合中部地区实际对耦合度值(C)的类型做划分，见表 2。 

表 2耦合度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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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取值范围 阶段或层次 

耦合度 C 

C=1 可持续发展阶段 

C=0 无序状态 

1＜C≤0.3 低水平耦合 

0.3＜C≤0.5 拮抗时期 

0.5＜C≤0.8 磨合阶段 

0.8＜C≤1 高水平耦合阶段 

 

1.3.5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只能显示各系统之间作用的强弱，不能显示整体协调情况，并且耦合度在有些情况下很难反映出系统之间的整体相

互影响程度大小，比如当两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值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会得出较高的耦合度水平，显

然这与实际不相符合，这就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的耦合协调度用于分析中部各省生态环境与新型城镇

化质量的差异以及所处的阶段。 

本研究引入离差系数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如下： 

 

式中：D表示耦合协调度；cv为离差系数，其值为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T为综合调和指数，即 T=a×f+β×EC，这里考虑

到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在中部崛起进程中同等重要，即取 a=β=0.5。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32-33]及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耦合协调度(D)进行划分，见表 3。 

表 3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指数 取值范围 阶段或层次 

耦合协调度 D 

D=0 无协调 

0＜D≤0.2 低水平协调 

0.2＜D≤0.5 中水平协调 

0.5＜D≤0.9 优质协调 

0.9＜D≤1 完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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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中部 6省份为研究对象，计算并分析 2010—2016年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时序耦合度，以说

明两者的整体耦合度变化；并以 2016年数据为例，评价中部各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阶段及差异，为探索可

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政策参考。所需数据来源于中部六省 2011—2017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 

2.1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时序耦合度分析 

选取中部六省份 2010—2016年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共计 24个单项指标的数据，经过计算，得出 2010—2016年中部

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和耦合度，如表 4、图 2所示。 

表 4 2010—2016年中部地区指数及耦合度值 

综合指数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 0.3401 0.3807 0.4218 0.4482 0.5403 0.5941 0.6096 

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 0.6345 0.6860 0.7008 0.7330 0.7801 0.7897 0.8211 

耦合度 C 0.4766 0.4791 0.4843 0.4852 0.4917 0.4950 0.4918 

 

 

图 2 2010—2016中部地区指数及耦合度趋势 

从表 4看，2010—2016年中部地区耦合度处于 0.4～0.5之间，表明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处于拮抗

阶段。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生态环境承载力以及两者耦合度的整体情况如下： 

2010—2016 年这 7 年以来，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上升趋势并不明显。由于近年来中部六省份在

城市基础设施上的不断投入，伴随着城市环境污染治理不断推进以及深入彻底地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

中部地区居民整体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值在 2016年达到 0.8785，是 2010年(0.6345)的 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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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承载力尽管上升趋势不太明显，但生态环境承载力总体值在有序提高。结果反映出中部地区整体生态环境情况良

好，但各年份之间有微小差异、上升趋势也有所下降，说明生态环境建设稳定系数和政策力度不够，再加上生态环境进一步恶

化，最终形成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上升的不明显性。 

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耦合度在 0.4～0.5之间，处于拮抗时期。虽然近年来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

环境承载力都处于稳步提升阶段，但由于新型城镇化质量增速明显快于生态环境承载力提升速度，导致两者耦合处于拮抗时期，

且耦合度值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这表明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吸收了大量的资金、社会资源和生态资源，这个阶段城镇

化所带来的破坏已超越了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能完全修复城镇化所带来的破坏，说明中部地区整体处于靠消耗资源来

进行城市化建设，相比于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在贯彻国家中部崛起的征程中需要加大建设力度，同时为了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还需要兼顾生态环境治理。 

2.2生态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分析 

针对中部六省份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评价，以 2016年为节点，对中部各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与

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的标准化数据进行耦合协调度分析，得出中部地区六省份耦合协调度，如表 5、图 3所示。 

表 5 2016年中部各省耦合协调度 

省份 新型城镇化质量 生态环境承载力 耦合度协调度 耦合阶段类型 

湖北 0.9612 0.6149 0.3996 Ⅰ 

山西 0.9299 0.5667 0.4262 Ⅰ 

江西 0.8785 0.7354 0.2675 Ⅱ 

安徽 0.8601 0.5859 0.3703 Ⅱ 

河南 0.8024 0.4961 0.3913 Ⅱ 

湖南 0.4946 0.6313 0.2615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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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年中部各省耦合协调关系 

从整体上看，中部地区各省份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虽都属于中型，但从数据看呈现出“北高南低”

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协调度范围在 0.2675～0.4262之间，均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尽管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

承载力整体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等水平，但由于各省份间发展目标的差异，需要结合不同省份实际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和城镇化发

展进程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 

根据耦合协调度大小及其划分标准，并考虑各省份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可将中部地区六省划分为 3 种

类型，分别是：(Ⅰ)中耦合协调度—高城镇化质量；(Ⅱ)中耦合协调度—中城镇化质量；(Ⅲ)中耦合协调度—低城镇化质量，

如图 4所示。 

 

图 4 2016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空间格局 

(Ⅰ)中耦合协调度—高城镇化质量型。该类型包括湖北和山西两省，两省拥有较高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但从耦合协调度数

据来看，湖北和山西两省处于不断依靠生态资源促进城镇化阶段，城市的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生态环

境已经开始出现不能完全修复城市化进程中所带来污染和破坏的局面。 

总体上这两个地区在今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将要继续得到加强，其城镇布局应更多地考虑从调整产业

内部结构进而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同时，从数据可以看出两省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相对饱和状态，进一步的城镇化应处于后期

阶段，在追求进一步城镇化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考虑到湖北和山西两省相对较高的城镇化质量以

及相对较低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这三种耦合协调度类型中最为迫切的地区。所以，这两个地区在继续推进

城市进程中，应更加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需通过大力发展低耗能、低污染产业的同时深入推进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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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去除和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如山西可以推广风力发电，湖北可以依靠长江经济带的特殊优势，利用国家“中部崛

起”和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双重政策优势，着力发展航运、水力发电等独特的地理优势。 

(Ⅱ)中耦合协调度—中城镇化质量型。该类型包括江西、安徽、河南三省，其城镇化质量虽属于中型，但生态环境承载力

却呈阶梯式下降。此类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国家均值，处于中高速水平区域。从耦合协调度数据来看，虽和其它两类地区

差异不大，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阶梯性变化，说明其在城市化进程中应更加注重省内各地市的联动发展效益，以提高域内资源

的整体利用效率。 

该类型地区应更加注重通过提高利用域内资源效率处着手提高城镇化质量，在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同时，不仅提高了资

源的利用效率，生态环境环境的治理也得到了有效的推进。这其中生态环境压力最大的要属中原要地河南，生态环境承载力的

破坏最为严重；因此，河南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大力发挥河南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交通中转优势的同时，提高现代

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这样不仅城镇化质量得到了提高，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减小了许多。安徽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

的中部地区，地理位置相对不占优势。鉴于其相对较低的城镇化质量，在兼顾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应加大通过政策优势吸引

域外资本进入，同时努力防止域内资本外流，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还要大力发展安徽特有的旅游产业。

作为红色文化浓厚的江西，虽然城镇化质量在该类型中是最高的，但整体上城镇化规模还是属于中型。中型城镇化质量主要是

由于江西整体发展创新力不够，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域内联动能力较弱，在加上资源外流导致的城镇化质量不尽如人意；因此，

在今后的建设中，江西在推动开放的同时，不仅要提高域内地区发展的联动性，还要更加注重思想的开放、更加注重创新，在

实践总书记建设美丽中国、打造“江西样板”重要指示精神的同时大力发展域内的红色旅游产业，并通过政策吸引高新技术产

业进入江西，在建设生态美丽江西的大背景下，不断提高江西整体的城镇化质量。 

(Ⅲ)中耦合协调度—低城镇化质量型。湖南省属于该类型地区，从耦合协调度数据来看，湖南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

化水平整体上是较低的，虽说生态环境已经开始处于自顾不暇的阶段，但资源开发强度相比于其它地区还是相对较小。 

该类型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在生态治理的大背景、大前提下，想方设法缩小区域差异，提高人口、社会和

经济承载能力，通过政策吸引和产业从相对集中的省会长沙转移出去，提高湖南其他地方的城镇化力度和规模，通过适当的扩

大整体城镇化规模，提高偏远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质量；另一方面，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高新技术的辐射

和扩散力度，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和现代服务业从北到南、从中间向两边的辐射和扩散力度，在注重生态建设的同时，提高

南部和山区的开发力度，从而在质和量上缩小域内各地市的差距，在兼顾生态治理力度同时，整体上提高湖南的新型城镇化质

量。 

3 结论 

本研究以“水平—可持续发展—区域交流”为思路给出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涵义，结合中部地区实际情况构建了新型城镇

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模型，并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中部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

间的动态耦合协调度，为中部崛起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模型研究方法兼顾了定量和定性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应用

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中部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较小，但二者的耦合关系正日趋向好；两者耦合

度处于拮抗时期、生态环境开始出现“自顾不暇”的局面，且中部各省之间生态环境承载力还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需要结合

不同区域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当地特征的城镇化发展策略。研究发现： 

(1)中部地区各省份处于生态环境不能完全修复城镇化所带来破坏的阶段。主要是在低效率利用资源的同时，人口过于向某

个地区集中，形成各省域内差异大，导致各省整体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差异显著；所以中部地区从时间序列上来

看，近 7年来，始终处于中等耦合协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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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部地区整体上处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拮抗时期。开始出现城镇化压力大于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局面，说

明中部地区之前的发展过于单纯依靠资源的消耗来提高城镇化规模，才会导致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捉襟见肘。此外，中部地区之

前的城镇化是资源单位产出率较低、污染和浪费比较严重的城镇化，所以今后中部地区只有靠提高利用资源效率、努力减少浪

费、增强区域交流，才能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 

(3)虽然整个中部地区生态承载力在整体上处于稳步提升的态势，但增速和力度相比以前明显下降，这反映出生态环境承载

力存在明显的时序分布差异性。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的中耦合阶段折射出现有城镇化质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只是生

态环境承载力出现了一些“自顾不暇”的端倪，需要引起我们在中部崛起过程中的重视。两者关系处理得好，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耦合关系将会维持在合理的中间水平，城市化进程将得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其耦合度将向高耦合阶段发展，

城市化将寸步难行，同时生态环境压力也将得到空前加大。因此，目前中部地区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加大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 

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中部地区的建设力度必将得到提速，经济发展也必将大幅度提高，但毫无疑问对

资源索取的力度也将加大，重点就在于资源利用效率能否得到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否得到很好的重视。因此，中部崛起要

想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在索取资源的过程中，就要想方设法利用高新技术来减少污染排放和对生态

的破坏，想方设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想方设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外，中部地区的空间差异也警醒我们，在提高城镇

化质量的同时，要非常注重中部地区域内发展合作的联动效应，以从整体上提升中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性，从而促进中部地区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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